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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蜀农业的发展与特点

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

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根据文献记载和环境考古

材料，远古以来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气候比

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湿润温暖，土壤肥沃，林木茂

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而且有大量的湿地和大

大小小的坝子。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有利于

农耕种植和发展副业，也为古代蜀人的渔猎活动与

畜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石器时期的成都平原已

经出现了宝墩文化等多座古城，商周时期形成三星

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王城和大型邑聚。这时

古蜀国的内陆农业文明已较为发达，各类手工业也

很兴旺，社会生活已经相当繁荣，青铜文化发展到

极其灿烂的阶段。古代蜀人在平原与丘陵地带发展

农业和副业，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坝子上筑屋安居，

自耕自足，乐观包容，耕读传家，过着安定而又富

裕的日子。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部族分布，

在成都平原形成了源远流长而又特色鲜明的林盘农

耕文化。

古蜀地区种植稻谷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地理环

境看，由于蜀地水多地湿，气候温暖，自古就是一

个非常适合稻谷种植的地方。《山海经·海内经》

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

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

琴”。文中的“都广”，《艺文类聚》与《太平御

览》等引用古本则作“广都”，杨慎《山海经补

注》解释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袁珂先生

认为“衡以地望，庶几近之”。都广之野就是指成

都平原，膏是肥沃与味美之意，可知这里很早就生

产优良稻谷了。《山海经·西山经》还记述了当时

的“神祠礼”，要“糈以稻米，白菅为席”[1]，说

明了稻米不仅满足人们的日常之需，还用来敬献神

灵，是祭祀等重大活动中的珍贵祭品。这也是古蜀

稻作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对长江流域和南方地

区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山海经》中有很多篇章为蜀人所撰写，“我认为

《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记述

的古蜀国境内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认为“都

广即是广都，今四川双流县，在四川西部”，《海内

经》四篇所说的“天下之中”都是指的是今四川西

部地区。[2]从史书与地方志的记述看，战国时期秦惠

王派军攻取巴蜀之后，很短的时间就在这里征用了

众多兵员，筹集了大量军粮与军需物资。《华阳国

志·蜀志》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

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3]，足见蜀地生产稻米

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蒙文通先生说“可知在李冰

黄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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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蜀开二江灌溉之前，蜀已大量产米”，“在昭王

二十七年蜀已能输六百万斛米出去，可见产量相当

丰富”[4]。如此庞大的米产量，也足以说明古蜀国生

产水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可观的规模。

在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的过程中，蜀

地生产的稻米也为刘邦最终大获全胜提供了充裕的

物资保障。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与班固《汉

书·萧何传》中对此都有记载，《华阳国志·蜀志》

也记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

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5]。《汉书·高

帝纪》还说楚汉战争过程中曾发生过大饥荒，“关中

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6]。因为

有蜀汉提供的稻米保障，所以才渡过了难关。概而

言之，秦朝依靠巴蜀的富饶而统一了全国，刘邦利用

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都是仰仗蜀地盛产稻

米而开创了丰功伟业。

成都平原甚或说川西地区不仅盛产稻米，自古

以来农副业的发展也很繁荣。从养鱼捕猎到六畜的

饲养，还有酿酒业、市肆买卖与商贸活动，都很兴

旺。特别是古代蜀人的种桑养蚕与丝绸纺织，历史

非常悠久，促使了经济与商贸的发展，为蜀地社会

生活带来了富庶。根据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蚕丛

是古蜀国的开创者。蚕丛之前，有蜀山氏。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

说明古蜀的历史确实是非常久远的。有学者认为，

蜀山氏因为长期养蚕和纺织丝绸，后来便以蚕为族

名，称作蚕丛氏。蚕和蜀，其实都是和养蚕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说文》解释蜀字，就是“蜀，

葵（桑）中蚕也”[7]的意思。以蚕作为族名，说明

古代蜀人很早就发明和驯养桑蚕了。任乃强先生

认为，蜀山氏是最早“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的部

族，到了“西陵氏女嫘祖为黄帝妃，始传蚕丝业于

华夏”[8]。后世为了纪念蚕丛，曾修建有蚕丛祠。

有些地名也与蚕丛有关，并称蚕丛为青衣神，有些

地方还修建了青衣神庙。传世文献对此记载颇多。

《宋本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记述：“成都古蚕丛之

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

于其所者号蚕市”；古代成都曾修建有蚕丛祠以祭

祀教人养蚕的蚕丛氏：“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

青衣神，在圣寿寺”[9]。《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七也

说：“蚕丛祠在府治西南，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

蜀王，教民桑蚕，俗呼为青衣神”[10]。《蜀中名胜

记》卷十五也记述说：“青神者，以蚕丛衣青，而

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是也”[11]。因为蚕丛是古蜀

国的开创者，数千年之后人们仍在怀念他倡导养蚕

和教民农事的功绩，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

蜀地自古盛产丝绸，不仅满足了蜀人的穿着需

求，也促使了商业与贸易的兴旺，为社会创造了财

富。蜀地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生产精美的蜀锦和刺

绣，到了汉代已是“女工之业，覆衣天下”[12]。据

《隋书》卷二十九记载，南北朝之后蜀地随着经济

与人口的增长形成了很多城市，成都更是“水陆所

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人多工巧，

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13]。有唐一代，成都

的蚕桑丝绸业发展迅猛，成为著名的蜀锦生产织造

中心，并带动了蜀地很多州县成为绢帛产地。据

《大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记载，四川的绢产

地有28个州，约占当时全国87个产绢州的三分之

一，[14]由此可知四川是唐代最重要的绢产地。精美

的蜀锦，代表着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不

仅是唐宋时期四川的骄傲，亦为中世纪的成都带来

了极大的繁荣。农业的富饶与织造业的兴旺，使成

都在唐代已发展成为一座全国最繁华的商业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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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能和成都相比的只有长江下游和大运河交汇处

的扬州了。《元和郡县图志》说，扬州“与成都号

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15]。唐朝诗人武元衡诗

序中也评述说：“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

都”[16]。扬州在隋大业初称为江都，曾是隋炀帝的

行都；唐玄宗天宝年间由于安史之乱离京入蜀，对

成都的繁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都曾号称为南

都；这便是成都和扬州被唐人称为重藩与左右皇都

的典故由来了。唐宣宗时有个叫卢求的文人，在

《成都记序》中分析比较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

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

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

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

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17]。卢求的看法显

然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之后扬州遭遇了唐末五代

时的连年战乱，“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

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

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18]。只有包括成都在内

的蜀地依然保持着安定和繁荣，为战乱后的中国继

续提供着大量的蜀锦和各种丝织品，在历史的转折

关头再一次显示了天府之国的鲜明特色。宋代四川

依然是全国最重要的蚕桑丝绸基地，南宋时期蜀锦

是同少数民族交换战马的重要战略物资。明末四川

遭受了兵燹之灾，成都锦坊尽毁；清代前期从湖广

等地大量移民到四川，到了乾隆年间，大兴农桑，

百废俱兴，四川的丝绸织锦业又重新恢复了兴旺，

成都也再次发展成为一座生机勃勃的都市。总之，

蚕桑丝绸和商贸业的兴旺，给成都带来的富庶与繁

华，称得上是天府之国特别是川西地区发展史上一

篇最灿烂的华章了。

二、水利灌溉与天府之国

古蜀国繁荣昌盛的情景，与成都平原的气候、

水资源等优越的自然条件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同

时与古蜀部族农耕聚落的稳定、古蜀王国早期城邑

的兴盛和社会生活的繁荣发展也互为促进，密不可

分。蜀地有着众多的河流和丰富的水资源，为古代

蜀人捕鱼、灌溉农田、发展稻作农业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但发生洪灾时，也给古代蜀人带来很大的危

害，甚至造成聚落和城邑的毁弃。因此，治理水患

也就成了古蜀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蜀地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治水传统，传说大禹

治水，就是首先从治理岷江水患开始的。《禹贡》

说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嶓既艺，沱

潜既道”[19]，就是明证。大禹治理岷江水患，采取

了筑堤防洪与疏导河流相结合的办法，导山治水获

得了成功，然后才推广到全国。扬雄《蜀都赋》

说：“蜀都之地，禹治其江”，这才“郁乎青葱，

沃野千里”。从传世文献的记载中看，传说中的黄

帝和尧舜禹汤时期，是自然灾害多发期，旱灾与洪

水曾交替出现。王充《论衡·感虚篇》就说：“儒

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洪水

之时，流滥中国，为民大害”[20]。成都平原上古蜀

国早期城址群的营建，就与防备水患有着极其密切

的关系。宝墩、鱼凫等古城遗址的分布地点以及独

特的围堤形式的城垣，都显示出这一鲜明特点。

三星堆古城有穿城而过的古马牧河，金沙遗址则

有穿城而过的磨底河，都说明了古代蜀人在择地筑

传统蜀锦织机的头梭工与提花展示（在成都浣花溪蜀锦织

绣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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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建立大型聚邑时对水源的重视。古蜀国杜宇时

期，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扬雄《蜀王本纪》说：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

决玉山，民得安处”[21]。《蜀王本纪》说杜宇时代

发生大洪水，派鳖灵决玉山泄洪才获得了治水的成

功，这应是对当时真实情形的记述。《水经注》卷

三十三说“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22]，

也记叙了这件史实。《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

记载，说杜宇时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

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

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23]。洪水成灾和治水的

成功，带来了古蜀两个王朝政权的更替。这是古蜀

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事件。

秦并巴蜀之后，在李冰担任蜀守期间，对蜀地

的水患进行了更彻底的治理。史籍称李冰“能知天

文地理”，是一位具有真才实学的奇才。李冰治

蜀事迹甚多，涉及经济建设诸如水利、交通、盐

业等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特别是在水利

建设方面，建造了都江堰，更是功绩卓著。《华

阳国志·蜀志》还记述，李冰大兴水利，“壅江

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

船。”“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

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

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

‘天府’也”。李冰还疏通了文井江、绵水、洛水

等水脉，“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

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24]。成都平原从

此成了风调雨顺、物产富庶、安居乐业之地。都江

堰两千多年来始终如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重要

的秘诀就是，这是一项天人合一的科学的综合水利

工程。它顺应了自然规律并将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

极致，从此旱涝无虞，造福百代。

常言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中国传统农业发

展史上，水利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概而言

之，从大禹治理岷江水患，到李冰建造都江堰，都显

示了一种伟大的治水精神。这种治水精神，应该包

括三个内核，一是战胜自然灾害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精神，二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科学精神，三是不

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三个精神内核是互

为表里，相互交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

种伟大的治水精神，才使成都平原成了真正的米粮

仓，也使成都平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在一

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成都平原林盘农耕文化也正是

得益于这种治水精神，这才充满活力，延续至今，成

为一种富有特色的传统。

三、移民与文化的交融发展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大量移民的地区。移民促进

了蜀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区域文化的交流

与融合，对天府文化的形成，以及成都平原林盘农

耕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秦并巴蜀之后，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移民

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蜀地

“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

这一状况。按一家最少三口人计算，迁移入蜀的秦

民应该有数万人之多。从考古发现看，20世纪中叶

以来在四川各地考古发掘的战国秦汉墓中，就发现

有大量的移民墓，也印证了当时秦的移民之举。秦

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将六国的

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这种做法，既扩充了蜀地

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

可谓一举两得。这些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

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蜀地，

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

观上也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常

璩《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述了这些移民致富后的都江堰远眺（岑学恭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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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之风：“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

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

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

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

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赗赙过礼，

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正是由于“地

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25]，所以对后世的民俗民风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之后在四川历史上又有几次大移民活动，

尤以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为最。这是四川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移民活动。移民

以湖广（两湖）为最多，粤闽次之，陕西与江西也

不少，还有来于贵州、云南、广西、安徽、江苏、浙

江、河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和

直隶等省。这些入川的移民，形形色色，各个阶层都

有，分布在四川各地，垦荒经商，办学行医，使四川

的农业和商贸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来源于各

省的移民，定居之初，大都保留着各自不同的方言和

风俗传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融合在统

一的社会生活中。

历代移民为成都和四川带来了新的活力，为蜀

地的民俗民风增添了新的内涵。正是由于历代的大

量移民，使四川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不仅

推动了农耕与经济贸易的发展，也增进了文化的交

融与包容。历代移民都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崇尚耕

读传家，并由此而形成浓郁的社会风气。重视教育

和文化发展，堪称是天府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不

断促使与推进天府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汉

代以来，蜀地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便与重视教

育的社会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文翁、司马相

如、扬雄等人，都是对蜀地的教育事业和文化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其中文翁倡导教育的功

劳堪比李冰建造都江堰，使天府成都成了文运勃兴

之地。而司马相如则被后人誉为汉代赋圣，扬雄被

称为西道孔子。他们都为蜀地的文化灿烂作出了积

极贡献。蜀地从汉代开始而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风

气并传承于后世，影响深远。

历代大量移民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商贸的

流通与社会的兴旺繁荣，促成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

态。天府之国虽然地处内陆，却并不封闭，早在古蜀

时代就和荆楚、滇越、秦陇、中原等周边区域有频繁

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秦汉以来与周边区域的商

贸流通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和活跃，使得天府成都

更加充满活力。总而言之，生态环境的优越，气候条

件的适宜，社会人文的和谐，农耕与商贸的互补，文

化的多样与包容，均显示出成都平原林盘农耕文化

的绚丽个性与开放活跃的传统。

综上所述，成都平原林盘农耕文化的特点，大

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悠久的历史传承，经

历了内陆农业文明的漫长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二是在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方面得天独

厚，农业发达，副业兴旺。三是兴修水利，化害为

利，重视天人合一与科学创新，弘扬治水精神，是其

历久弥新的优良传统。四是重视教育和培养人才，

敬贤尊老，耕读传家，是其主要人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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